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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背景下医患关系伦理失范的原因探析

黄金链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社会转型背景下，医患关系由传统道德型关系向权利型关系转变。医患关系中的人也不断异化与模糊，使

医患双方陷入“双输”状况，从而使权利遭遇道德的诘难。医患关系伦理失范的原因有大基数人口与医疗制度的矛

盾、经济社会异化与医患利益矛盾、商品化交换思维的渗透、传统文化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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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关涉人民生命健康，医患关系构成人与人关系

的重要维度。近年来医患矛盾愈演愈烈，成为社会中的

焦点难题，具体表现为医患冲突频发，医患纠纷形式多

样化，医患双方出现伦理失范等。直至新冠疫情爆发，

医患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命运与共，同心共进的特征。但

医患关系的矛盾能否通过此次疫情得到解决？要解答这

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去探析为什么当代医患关系会呈

现这样的矛盾。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医患关系转型

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尤其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推动，把人的权利与责任还给人

成为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要求。医患关系是人与

人关系的重要维度，也经历由传统道德型关系向权利型

关系的转型。

首先，传统医患关系是以道德为主导的医患关系。

传统道德型关系中的医生与患者之间并无法律意义上权

利与义务关系的约束。因此，一方面，医生在治病救人

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与选择性，尤其是具有社会声望的

医生可以制定基于自身处世原则与情感爱好的治病规矩。

例如，古代名医扁鹊有著名的“六不治”，老左有“三

不治”等。所以，医生能够治病救人是其具有医疗技术

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使然。可以说，医生的权威来源于道

德和医疗技术，而道德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另外一

方面，对于患者来说，医疗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普通

百姓难以掌握；加之，医生对患者没有规定的诊疗义

务。因而，诊疗的决定权往往掌握在医生手中。在以道

德为主导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往往被社会大众加上了诸

如“善人”一类的道德身份，被赞扬和要求具有“医者

仁心”的道德品质，这样的道德身份与要求又反过来成

为医生必备的要素。

其次，医患关系由传统道德型关系转向权利型关系。

从权利规定的角度看，医患关系中的双方都被赋予来了

各自基于主体独立性的权利与责任，医生需要肩负起其

职业身份与岗位具有的诊疗权利与责任，患者也需要对

自身的生命健康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并在诊疗过程

中的作出决策。另外，现代医学形成后，拥有医疗患者

能力和承担医疗职责的不再局限于医生，而是整个医护

群体。随着医科科学的深化建设，医护人员的成长得到

专业化系统化的锻炼与培养，医疗器械也不断进步，医

生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了质的提升。那么，医护群体

在拥有道德权威的基础上更增添了专业权威。相应地，

在承担除道德义务以外，医护群体也被赋予了岗位职责。

对于患者而言，医学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亦提供了选择空

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医学专业壁垒。

加之，社会大众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自我选择意识和

选择权利同步增强。因此，传统道德型关系势必要转向

权利型关系。

二、权利型医患关系中的人与道德

医患权利型关系的医患双方都被赋予了基于主体独

立性的权利与责任，看似改变了医患双方传统的交往方

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医患双方都能处于更有利的境况，

甚至使医患双方丢失了传统道德型关系中的人文关怀，

陷入相互倾轧的“双输”境地。

首先，以权利为单一向导的权利型医患关系不能保

证医疗最优化。患者而对于具体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

“医”与“患”都是抽象的群体代名词。活在抽象名词

之下的他们，是具体的具有个性的人。这就意味着具体

的“医”和“患”双方建立的医患关系是不确定的，短

暂的，动态的，不同层次性的。而不同疾病和不同程度

的同一疾病会形成不同期限和类型的医患关系，不同患

者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医护之间的不对称性也会形成不同

的医患关系。如此一来，权利型医患关系不可避免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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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沟通障碍。即由于各自知识技术背景的不对称性，

医生的职业用语与患者的日常用语交流容易带来对话偏

差。而最终的医疗决定须医患双方共同决定，但患者缺

乏专业医学知识，并且对采取何种医疗方案后的生理感

受与产生的效果都是不确定的和未体验过的。因此，患

者不一定能够作出更好的更有利于自身的医疗决定。

其次，以权利为单一向导的权利型医患关系面临道

德的诘难。医患对彼此的情绪既无刚性的理解与共情要

求，也由于主体自身的差异，双方均难以理解和感同身

受。一方面，医生难以理解与共情患者。医生必须以冷

静的心境对患者进行诊断判决，而长期接触各色各类的

患者和病症，医生已经形成情绪免疫能力。这样一来，

医生则容易无视或不能正确理解患者的情绪，反而要求

患者尽快了解冷冰冰的医疗知识以便作出诊疗选择。如

此，医患之间反而缺乏了道德型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关怀，

使医生和权利都成为道德责难的对象。另一方面，患者

难以理解和共情医生。《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

示，“医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都在40小时以上，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是，虽然有少部分医师每周工作40小时以

内，但更多的医师加班加点，这造成人均工作时间大于

40小时。本次调研显示，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医师能够

休完法定年假，医师的休息权没有得到保护”[1]。正如

《中国医生》导演张建真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

我们中国的医生这样自我牺牲，甚至将这种牺牲内化成

了某种‘本能’。”医护人员作为真实的完整的个人来说，

他们也都是如社会大众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都有工作、

生活的两个维度。而工作以外的维度是构成他们作为完

整的立体的人之重要所在。因此，如果只以道德的视角

将医护变成道德人，那么无疑是对医护人员生命和生活

的压榨。同时，患者的道德责任往往被轻视。医患关系

中，由于患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社会及医护方往往强

调医护人员的道德责任，那么，患者的道德责任就相对

弱化，甚至被忽视。因此，在医疗过程中，一旦产生医

患矛盾，医护人员则往往成为道德诘难的对象，而患者

的道德责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三、医患关系伦理失范的根源

透过医患矛盾现象，医患关系伦理失范的原因有大

基数人口与医疗制度的矛盾、	经济社会异化与医患利益

矛盾、商品化交换思维的渗透、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原因。

（一）大基数人口与医疗制度的矛盾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公立医院在市场化运作的同

时亦建立了医保制度、医药分离制度以及相对明确的医

患权责制度。同时，较为充足的医疗服务资源都确保了

医患矛盾能够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处理。但问题在于：首

先，当前各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因而在市场化运作方

式上，出现了主要依靠向就诊群众收费维持运转和发展

的状况，从而导致公立医疗机构趋利行为越来越严重，

医护职业道德建设薄弱化，医疗资源愈发浪费，患者经

济负担越来越重等状况。其次，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导

向中，优质的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卫生

服务呈现不平衡性，增加了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也导致

了医生群体忙闲不均。由此也导致了三甲医院医生由于

出诊任务越大和科研任务重等带来的精神和工作双重巨

大压力。这样的工作状态是诱发诊疗服务态度下降，进

而激发医患矛盾发生的重要原因。再次，巨大的病患流

量涌向有限的优质医院的直接导致“看病难”问题成为

困扰医患双方的难题，进而“黄牛”倒卖专家号的产业

链也随之衍生。那么，在医疗产业链中，“黄牛”成为医

疗产业的最大赢家，而医护人员的利益所得反而处于医

疗产业链中的底端，而患者的就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医患双方仍然处于紧张的矛盾关系中。最后，当医患矛

盾出现时，推进医疗纠纷的处理和判定的制度尚不够透

明化。显然，医疗制度的推进无法一蹴而就，医护人员

和患者双方在当前医疗制度运转体系之中，都有处于弱

势的一面，最终陷入“双输”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恶

性循环。

（二）	经济社会异化与医患利益矛盾

医患利益矛盾，一方面催生出由患者方主导的“医

闹”。医患矛盾发生后，无论医患双方对错如何，医院常

常选择通过致歉赔款的方式息事宁人。这样就容易造成

医闹越厉害，赔得越多的错解。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

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

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

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

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

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

证明。”[2]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医闹”。“医

闹”通常打着病人亲朋戚友的幌子专门组织、策划并怂

恿家属采用各种恶劣手段闹事，如组织人披麻戴孝，在

医院设灵堂、摆花圈等活动以妨碍医院正常秩序，甚至

伤害医务人员扩大事件的社会恶性影响。“医闹”正是以

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代价要求与院方谈判并获得经济

赔偿的目的。其中，“医闹”的专职人员则从中抽取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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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成和酬劳。显然，“医闹”演变成为榨取医方经济利益

的非法手段，已经背离了以解决医患矛盾的初衷，这就

使得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亦出现了医护群体收授高额法外利润的

现象。医护群体在医疗产业链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处

于底端，然而医护人员工作内容与环境却是高危高压的。

这样不平衡的付出与收获，就容易导致医护群体通过各

种方式获取法外利润，包括接受患方的“红包”，或给患

者开毫无必要的检查和昂贵药品等情况。这样一来，容

易直接导致医患利益纠纷事件的产生，也会瓦解医护的

职业光环以及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仰望。如此，良好的医

患关系难以走向良性循环。

（三）商品交换思维的渗透

市场经济背景下，医患关系也存在消费关系，医患

双方都免不了等价交换思维的影响。从患者角度看，花

钱治病是购买医疗服务商品；从医方角度看，诊治患者

是“拿钱办事”。	然而，医疗事业自其诞生以来就伴随

着奉献性，若只以交换关系衡量医患关系，以商品交换

关系或消费关系替换原本具有人文情怀的医患关系，就

会产生“只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导致医疗关系中人

文关怀的缺失。而人文关怀的缺失是导致医患矛盾恶化

和普遍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少有学者指出“医患关系

并非消费关系”，社会大众也期望在医患关系中有更充

分的人文关怀。但事实上，这样的呼吁和期望也未能最

终扭转医患关系越趋商业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医学界也

还没有对医患关系的“去商业化”达成完全的共识；另

一方面，在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实际操作以及患者消

费的商业模式中，商品交换思维越发根深蒂固，越发反

过来巩固了这种消费关系，医患双方愈发接受了这种关

系定位。尽管双方对医患关系具有美好的愿景，但事实

与理想总存在偏差，或许“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

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

盾”，即依靠现实矛盾的解决来促进医患关系的优良化。

（四）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在深层次上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惯性。

首先神化人的思维取向。医护人员由于自古以来有着救

死扶伤的崇高品德，主流舆论也应当对医护职业进行赞

美，诸如“最美医护”的评选活动初衷在于对医护人员

的肯定和嘉奖，但在把人神化的这种思维取向中容易变

成神化医务人员的活动。若把医护人员神化，却忽视了

医护人员也是现实的个人的事实，就会忽视作为现实的

个人在道德品格上也有层次区别，也有道德品格逐渐提

升的过程，除却道德维度也有物质利益的需求维度。必

须承认医护角色是医护人员重要的使命与责任，但绝不

是生命和生活的全部，否则就是不现实的。那么，将医

护人员神化后，一旦真实接触到真实的不同的医护人员，

便会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免产生失落、抱怨之意。

同样，以超高的道德准则要求医护人员过度无私奉献，

并使之成为评价医护的道德准则，一方面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则是将道德责任向医护群体转移，反而轻视了

患方的道德要求与责任。其次，对金钱与死亡难以正视。

患者花钱就诊往往暗含了医生通过现代先进医疗技术能

够把人治好的设定。一旦出现医疗效果与设定不同，则

表现为认为医方耗尽了患者所有钱财，却没有达到治疗

应有的效果。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下，患者成为绝对的弱

者，容易将钱财与疾病未治愈的责任单方面归之于医方。

无疑，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疾病导致的死亡无法避免，

即使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也无法绝对避免疾病带来的

死亡。但在对钱财和死亡的错误认知下，医患矛盾也无

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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